
62

今年正值清华大

学1970届学生毕业

40周年。这一届学生

包含了1964年、1965

年入学的两个年级的

学生共三千二百人。

他们在校期间正赶

上“文革”的动乱年

代，正规学习的时间

较少。特别是1965年

入学的学生，只上了

8个月的课。但1970届的清华毕业生中却走出了一

大批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其中包括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陈元，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等。1970届在学术方

面也是人才济济，至今共产生了10名院士（详见

下表）。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值得总结。分析研究

他们的成长轨迹，对当今探讨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可能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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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学习、发奋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文革”政治动乱中长时间的“停课闹革

命”，使大批学生浪费了青春年华，也使一些青年

学生感到迷茫、苦恼。他们不甘失落，抓住机会，

刻苦自学。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科

学的春天到来。这批学生更是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

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顾秉林院士回忆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当时的年轻人都觉得能参与国防建设

是无上光荣的事。因此，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清

华工物系。谁知刚入大学9个月，‘文革’就开始

了。在那知识无用的年代里，我也感到过困惑、

苦恼，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中学老师对我

讲过：‘不管怎样，学习不能丢，国家建设总需

要有学问的人。’正是这种对常理的认识，使我

能够在当时逆潮流而动，最充分地利用了那段宝

贵的时光。……到1968年底，我已自修完了全部

大学课程。1979年赴丹麦留学，十年‘动乱’，

学术界与外界近乎隔绝，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是可

想而知的。‘文革’耽误了一代人，我作为清华

清华大学1970届10位院士的启示
○ 郭樑  钱锡康

清华大学1970届院士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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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院士
	 年份	

姓名	 入学年份	 本科院系	 硕	 博	 现任职务

	 1999	 顾秉林	 1965	 工物系	 1980
	 	 	 	 	 固体物理班	 1982丹麦	 清华大学校长

	 2003	 朱邦芬	 1965	 工物系	 1981
	 	 	 	 	 固体物理班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

	 2003	 范守善	 1965	 动力系	 1981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固体物理班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所长	

	 2005	 顾逸东	 1964	 工物系	 	 	 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2005	 吴硕贤	 1965	 土建系	 1981建筑	 1984建筑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2009	 隋森芳	 1964	 精仪系	 1981
	 	 	 	 	 固体物理班	 1988德国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1980	 	 中国工程院院长	 1999	 周  济	 1965	 精仪系	 华中科大	 1984美国	 原教育部部长

	 1999	 孙家广	 1965	 自控系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兼信息学院院长

	 2005	 郝吉明	 1965	 土建系	 1981环境	 1984美国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2009	 岳光溪	 1964	 动力系	 1979～1981
	 	 	 	 	 热力学进修班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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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当时分管教学、

科研的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

精神，和滕藤同志研究决定成立“固体物理”、

“激光”、“物质结构”、“催化”4个基础科学

研究班，学生从留校“新工人”（即1970年毕业

生）中遴选，每班10人左右。当时固体物理研究

班招收了13人。研究班成员都是经过学校和各系

负责人精心挑选，的确是一批优秀的留校青年教

师（这其中就包括顾秉林、范守善、隋森芳）。

研究班在“文革”期间中断，“文革”后再

次复班，固体物理研究班增加到18人（其中有朱

邦芬）。这4个研究班中固体物理研究班成效最

为显著，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专人负责规划管理。

赵南明、熊家炯、张宏涛几位老师全身心投入，

从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推荐出国留学到使用人

才，从战略考虑到操作层面，每一个环节都做了

细致入微的筹划和安排。老师们根据每个人的特

长做出合理布局，在某个阶段采取“保护”措

施，使学生集中精力搞研究攻关，显露头角。研

究班18个人毕业后，被有意识地分流到相应的重

要岗位，为每个人创造发展条件，提供施展才能

的宽广舞台，既适应事业的需要，又促进个人的

成长。

瞄准科技创新前沿，师从著名学术大师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有拔尖创新人才

成长的舞台和空间。只有投身于科技前沿的创新

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取得突破性成果，才

能使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在这过程中学术大

师的指点、引导是十分重要的。

顾秉林院士1979年11月被派往丹麦Aarhus

大学进修。丹麦是量子物理学的开山始祖——玻

尔的故乡，是国际物理学界著名的“哥本哈根学

派”所在地。在博士论文选题上，他选择了曾

经引起许多物理学家关注的穆斯堡尔谱学理论问

题。当时这一领域有两大难题有待解决，导师说

只要他能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可获得博士学位。

他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

基本解决了这两大难题。他的博士答辩得到了许

多学术权威的称赞。顾秉林说：“我不大喜欢循

规蹈矩，我从小就愿意解难题，找新鲜。做新东

西，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或做别人才开始做

的东西，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要经常注意学

科前沿、理论高峰，要勇于探索，刻意创新。只

人应当为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尽最大的努力。在丹

麦，我的外国同学和导师都为中国人的吃苦精神

所折服。有时为了测试实验的数据，我们曾几个

昼夜不休息。功夫不负苦心人，仅半年时间，我

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全部学位课，被导师赞为所

有学生中最好的学生。”

朱邦芬院士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

个农场劳动，两年后又在江西德兴铜矿做技术人

员。他回忆说：“那时我很渴望有机会回到学校

继续学习。1973年，我出差来到北京，特意回到

清华看望留校的同窗。当时同班同学顾秉林等人

被选送进了固体物理研究班，晚上10点多去他们

宿舍，他们有的一边洗脚、一边做作业，有的热

烈讨论着问题。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居然还

有这样的氛围，实在很羡慕。临走时，我跟顾秉

林说，‘学校以后有什么学习机会，千万别忘了

我’。正是这一句话真还起了作用。1977年高校

开始招研究生，顾秉林马上寄信告诉我。当时教

材缺乏，我就拿出大学时从破烂堆里捡的一些教

材，又托人在北京上海等地购买了一些旧书，开

始认真复习，终于1978年考入了清华固体物理研

究班。”

周济院士1980年被派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

习，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先后以

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这在该校是极少

见的。

郝吉明院士说：“当年好不容易考上了清华

大学，是有一股志气的，但赶上‘文革’，学习

很少，觉得对不起大学的称号。‘文革’后读了

研究生，知道学习机会不容易，学习非常刻苦，

动力很足。”

隋森芳院士说：“我们当时都特别努力学

习，离开学业这么久，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对知

识的渴望。”

选拔优秀学生予以特殊培养

在10名院士中，有4名中科院院士——顾秉

林、朱邦芬、范守善、隋森芳均出自70年代在清

华建立的固体物理研究班，这不是偶然的。

据当时主管该班的张宏涛教授说：固体物理

研究班诞生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1972年7

月，周恩来总理会见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

学习和研究”的意见。周总理很重视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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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在前沿上，你左动动、右动动，都会出成

果，不过是成果大小的问题。要勇于打破旧框

框，人一旦失去了创新思想，工作就平平淡淡

了。”

隋森芳院士在研究班期间，对生物物理产生

了巨大的兴趣。他毕业留校后，1982年在蒲慕明

先生（美籍华人科学家，生物系复系后第一任系

主任）的影响下，感受到生物物理学作为未来科

学的巨大发展空间，当年志愿转入当时成立不久

的生物物理研究室。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派

往德国留学，师从当时欧洲生物物理学会主席萨

克曼教授（E.Sackmann）。在德国留学三年半的

时光，他几乎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他的努力

得到了回报，通常需要四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他只用了三年半就毕业了。

朱邦芬院士1981年3月从固体物理研究班毕业

后，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物理研究室理论组工作，

有幸成为学术大师黄昆先生的学生和助手，在黄

昆院士直接领导和指导下，从事科研工作十几

年。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两人共同发表了在半导体

理论领域很有影响的半导体超晶格中光学声子的

“黄朱模型”理论。朱邦芬回忆道：“我和黄先

生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有十几年之久。这既是向黄

先生求教的最好机会，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迫

使自己学得更多一些，想得更深入一些。无形之

中，得到了更好的成长机遇。”针对“文革”后

研究生中的“出国热”，黄先生强调出国留学要

有目标有方向，要奔高明的导师而去。他既不赞

成有的人盲目地为出国而出国，也不赞成为点钱

而出国替别人打工，认为那样做，只会白白浪费

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黄先生自己的留学经历

以及他的谆谆教导，对朱邦芬的影响很大。

范守善院士毕业留校后，曾先后历时四年多

到麻省理工和哈佛两所著名的大学学习，在世界

一流的实验室工作，接触到科技的前沿，积累了

科研的经验，为后来回国从事纳米科学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顾逸东院士毕业后，1974年进入中科院高能

物理所工作。这里有钱三强、王淦昌、赵忠尧、

彭恒武、张文裕、何泽慧等一批著名的老一辈科

学家。这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振兴我国科技的

追求。1992年初，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主项

论证，顾逸东作为中科院专家参加了整个论证过

程。1993年7月，刚刚从日本空间和宇航科学研究

所（ISAS）访问一年回国的顾逸东进入中科院空

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1994年4月他受命担任载

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从“神舟一号”到

“神舟七号”的十多年间，应用系统在他的带领

下，突破了70余项重大关键技术，全面完成了引

领空间科学与应用试验任务，取得了上百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和科技成果，实

现了预期的各项目标。

郝吉明院士谈到：我原先是搞水治理的，后

来转到大气治理，这是陶葆楷先生指点的，对我

后来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10名院士中，大多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在

学习掌握了国外的先进科技知识后都及时回国，为祖

国科技事业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有一种成功源于责任，有一种精神贵在坚韧

实践出真知。这10位院士的经历显示出一个

鲜明的特征，就是坚定信念，发愤图强，用长期

艰苦的实践，换来创新的丰硕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循环流化床技

术，这是一种煤的洁净燃烧技术。它首先在欧洲转

化成为产品，并向我国出售。中国是燃煤大国，这

项技术对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很想把相

岳光溪

孙家广周  济朱邦芬

吴硕贤 郝吉明

范守善顾秉林

顾逸东 隋森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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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也引进来，但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只卖苹果

不卖树”。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一位清华人——热

能系岳光溪教授。“国家急需，而国外技术封锁，

我们必须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先进技术。”这就是

信念！他从此开始潜心研究，经历无数的日夜奋

战，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气度，不计一时

得失，甘于寂寞，坚持不懈，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

力，终于提出了一套完全自主创新的循环流化床燃

烧理论体系和设计

体系，并付诸产业实

践，被公认为世界领

先。从“七五”到

“十一五”，岳光溪

始终没有离开过国家

循环流化床燃烧攻关

的第一线。岳光溪院

士感慨道：“一定要

克服浮躁心态，只有

踏踏实实做事，才能

有新的发现。我的研

究成果就是在实验室

里泡出来的。”

郝吉明院士、

孙家广院士也都是

长期坚持在国家和

社会进步迫切需要

的专业方向上。郝

吉明说道：“研究

的东西都要与国家

和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是不会有什么重点项目可以做的，更不会有什么

突出的成绩。我始终没有脱离大气污染这条主

线，更没有偏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专业科

研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舞台，社会的需求使得我

们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一些成绩成为可能。”

孙家广院士长期坚持在信息技术高科技领

域。他说道：“1970届的价值观没有变，专心致

志的积累与发现是自己在学术上能够做出成绩的

必要条件之一。‘文革’后出去一看，痛感我国

与国外的差距。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和责任感，要

发愤图强赶上去。信息技术是一门新学科，发展

快，除了靠自己自学外，更重要的是实践，完全

是在干中学、干中闯、干中创。”

1970届10位院士的启示

1970届这10位院士的成功经历，给我们以深

刻的启示。他们的成长既有普遍的规律，也有特

殊的情况；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更是主观努力

的结果。他们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经历了特殊的

培养，有大师的指引，又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

机。郝吉明院士说：“我们这一届是扒上了‘文

革’前的末班车，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

他们都有一种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赶上世

界先进水平、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和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成为他们在特殊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

失，排除各种困难，长期奋斗拼搏的精神支柱。

他们在校的课程学习时间很短，“文革”造

成了一种“放羊”的态势，虽然这不是一种正常

的学习秩序，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使一些有志青

年获得一种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和空间。他们发

奋自学，通过主动学习，培养了独立获取知识的

能力。“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与国外先进科

学技术有很大的差距，从老师到学生都在努力把

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这批1970届学生比较愿意

学习又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抓住机遇能得到著

名导师的有益指引。在国内外的学习和工作中

得到良好学术氛围的熏陶和施展才华的实践舞

台，使他们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朱邦芬

院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要给优秀学生

多一点仰望天空、胡思乱想的时间。”

归根到底，拔尖创新人才最重要的是在毕

业后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的锻炼成长，但是在学

校期间应该给学生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创造什么

样的条件，以体现人才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关

系，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年固体物理研究

班的导师赵南明教授和岳光溪等几位院士都谈到

蒋南翔校长那句著名的“猎枪与干粮”理论：在

学校不只是给学生干粮，更重要的是要给予猎

枪——主要是指扎实的理论基础、主动获得知识

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思维方式、

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

和心理素质。

任何取得成就的人都是脚踏实地，一点一滴长

期积累的。为此，只有摆脱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

潜下心来，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坚持二三十年的

艰苦努力，才能取得丰硕成果。
（郭樑为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钱锡康为清华校友总会理事

本文参考资料：《清华校友通讯》和《新清华》有关文稿）

岳光溪

孙家广周  济朱邦芬

吴硕贤 郝吉明

范守善顾秉林

顾逸东 隋森芳




